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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nstitutional fairness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and using the empirical methods of ordinary OLS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grouping test of 2015 
cross-sectional data of 106 countries shows that after join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institutional fairness and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the out-
put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signi�cantly reduced by 19.19% and 34.18%,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igni�cantly decreased by 11.44% and increased by 7.36%, resp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value,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cient of the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revised from “reverse N curve” to “reverse U 
curve”, whil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lways maintain the changing law of “W curve”. The abov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vicious 
circle between the three-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post-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are easy 
to fall into the “institutional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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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与制度稳定性三维一体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并利用普通OLS 回归及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方
法，对 106 个国家 2015 年截面数据的分组检验表明：加入制度公平性及制度稳定性考察后，后发展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
分别显著降低了 19.19% 及 34.18%，而发达国家则分别显著降低了 11.44% 和提高了 7.36%；随着条件分布值的提升，后发展
国家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由“倒N型”修正为“倒U型”，而发达国家则始终维持“W型”的变动规律。以上结论表明，后
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三维属性之间的邪恶循环是造成其容易陷入“制度陷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制度陷阱；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制度稳定性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2018B23914）和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06715029）。　

 
1 引言

对制度质量的重要性予以持续关注在经济学研究中有着

悠久的历史。正如诺斯（1968）在分析 1600 年 -1850 年世界

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及其随后出版的《西方世界

的兴起》（1973）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资本、知识（技

术）乃至区位的自身渐进累计和自我增强的过程需要以制度

质量的改善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为前提，所

以它也常被认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Acemoglu 

et al., 2004）[1]。从竞争的角度看，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

争，从长期来看乃是制度优劣竞争的结果，这又直观地反映

为对各国治理水平的认可程度。无论国家之间的特性存在多

大差距，随着对外开放和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它们均会努力

地提升制度质量的水平从而形成“向上竞争”，以避免陷入

比较劣势而遭受“去中心化”或“边缘化”威胁。因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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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质量优劣，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各国之间

产出增长持续差异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直观反映各国治理

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政治问题 [2]，因此探讨如何优化制度安排、

改善制度环境及提高制度质量，不仅可以为实现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还有利于在当前复杂新形势下

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陷阱及治理危机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3]。

本文中，后发展国家指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内部缺陷和经

济上的对外依赖，而较晚得到发展机会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后发展国家由于身处早已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包围之中，

其面临的是自身“迟到的被动的现代化”（何艳玲，1999）

[4]，其矛盾冲突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将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从而在与发达国家的制度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

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量还表现出与其经济增长非同步发展的

特性。如图 1所示，选取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后发展国家

的代表，同时选取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

1996 年 -2015 年后发展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9.28%，

而同时期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1.94%。尽管如此，较高

的经济增长率并未给后发展国家带来制度质量的同步快速增

长。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治理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15%，而

后发展国家仅为 -0.21%。整体而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并没有因为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被“烫

平”，它在这里不是表现为趋同而是趋异了，“制度陷阱”

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5]。

图 1 制度质量与长期经济增长（1996-2015）

说明：左坐标为制度质量，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

来衡量，数据取其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右坐标为年均经

济增长率，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stat 数据库

并经计算而得。

“制度陷阱”问题的出现，表明了后发展国家的制度质

量改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效率更新为核心、以帕累托改进

为动力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认为，制度质量的分析框架至

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与制度稳

定性。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制度稳定性既相互独立，

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具体而言，不同类型的国家，

或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三维属性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忽视

任何一方都是极其危险的，这就需要从整体上对制度质量的

三维属性进行把握。出于以上考虑，本文设计了一个融制度

有效性、制度公平性及制度稳定性三维于一体的制度质量分

析框架，并利用 106 个国家（其中后发展国家 71个，发达国

家 35 个）2015 年的截面数据，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

验证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2 理论假说

2.1 制度有效性

对制度有效性的讨论是贯穿制度经济学分析的一条主线。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出现“制度质量困境”问

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未能迅速地对不断

增长的社会需求做出反应，可将其概括为“制度供给不足”。

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制度质量的高低直接体现于其在制

度供给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有效性。如果有效性的改善发生

了停滞，科研及技术创新活动就失去了生活的土壤，更先进

的生产力从而也不会诞生，这种状况持续到最后就会拖累整

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制度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更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第一，它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广化和深化，

进而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6]。杨小凯（1998）指出“市场

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

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会产生“经济

起飞现象”；第二，它提供了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避免了“搭

便车”、“公用地的悲剧”等问题造成的福利损失。著名的“科

斯定理”明确指出，产权的界定和权力的初始分配是影响经

济绩效的重要原因；第三，它本身乃是合理的权力分配的体现，

是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只有通过制度对

权力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在不同权力关系中形成相互制

衡关系，才能保障个人、组织、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

2.2 制度公平性

公平性的重要性常常会被忽视，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又

往往难以承受。与柏拉图类似，我们可以将公平划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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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个人公平、制度公平与社会公平。从个人的角度看，

如果制度公平无法保障，人们就会失去其相互交往的基础。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制度本身虽然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

目标，但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必然要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以制度公平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伦理等

领域的有机统一。所以，制度公平既是个人公平、社会公平

的基础，又是个人公平、社会公平的保障。制度变迁和经济

发展有其既定的社会因素约束，制度有效性和制度公平性是

制度质量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片面追求制度有效性只

会造成更多的“制度飞地”， 只会为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障

碍甚至是灾难。

进一步从制度公平性与制度有效性的相互关系来看，两

者之间表现的是一种交互的、同向发展的关系。这是因为，

制度有效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制度的不公平将会挫伤利益受损一方的积极性，进而破坏

制度有效性提高的基础。反过来看，制度公平性需要以制度

有效性为其物质前提，其自身必定要受到制度有效性条件的

限制，过度的公平性要求往往都是不现实、也很难实现的。

因此，两者虽是不同的范畴，但却共存于不同的层次之中。

2.3 制度稳定性

稳定性与有效性、公平性的主要区别在于，后两者对国

家治理水平的改善是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调和的产物，其效

果是显性的并为治理博弈的各方所享有的；而前者起到的则

是一种间接的、长期作用，其后果往往是不为人所知的，其

收益也不一定能被治理博弈的各方所享有，它更多地体现为

一种战略行为。在稳定性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制度相容”

的程度被大大地降低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

“制度排斥”，更多的资源被消耗于“制度摩擦”而不是生

产性活动之中，从而动摇政府和个人对制度改哪个的信心及

预期。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于财政实力较弱、管理能力较

差等原因而无法支付先期成本，加之无法预知新的制度均衡

所能产生的具体变化，多会选择放弃前期改革的努力，任由

较低水平的制度质量存在。最终这些国家不仅无法享受制度

质量水平维持在高位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反而要承担有效性

及公平性不断下降的治理成本。此时，较低水平的制度质量

不断被“锁定”，“制度陷阱”问题也开始出现。而对于发

达国家而言，由于在资金、技术与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往往

会继续推进制度变革，享受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收益。

2.4 制度质量三维属性分析框架

可将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即制度有效性、制度公平性、

制度稳定性，融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首先，制度有效

性是制度质量的直接属性。制度效率可能会因为社会冲突的综

合效应及承诺的缺失（或无效）而蒙受损失，制度变迁因而可

能无法顺利进入“梯形”的上升演进通道，最终对经济增长产

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其次，制度公平性是制度质量的社会属性。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其既定的社会因素约束，制度的有效性

和公平性是制度质量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再次，制度稳

定性是制度质量的长期属性。实际的制度质量就是在各种制度

供给和制度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稳定——波动——再次稳

定——再次波动”的动态演进，并最终达到制度均衡。

制度公平性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对制度质量的影响往

往是间接的，甚至是存在于个人认知之外的。在大部分时候，

制度公平性担当的是“无形的手”的角色，于是制度质量的

主要维度就由制度有效性及制度稳定性组成。如图 2 所示，

AB是一条可能的制度质量曲线，反映的是在现实制度之中制

度有效性及制度稳定性的组合情况。当然，制度公平性迟早

会对制度质量乃至制度变迁产生影响，只有在制度公平性所

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制度变迁最终才可能发生。例如，制度

质量平面 AOB 的变动范围只能在 CD 之间摆动，任何超出这

一范围的制度变迁都将引起制度体系的崩溃。在所有可能的

制度质量平面之中，存在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最优制度质量

平面”及现实意义上的“次优制度质量平面”，制度变迁的

方向就是要尽可能地向这两个平面靠拢，否则就会出现意料

之外的制度消亡。

O

D

B

C

A

制度公平性

制度稳定性

制度有效性

图 2 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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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验证

3.1 指标选取

采用定量指标的方法对制度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在国

外研究中较为常见，但中国相关领域的量化研究还不多见。

中国研究方面，公共治理指数主要针对中国各省市的比较，

国家治理指数主要针对国际比较，且属于中国原创性领先研

究，在指标选取上也充分考虑了后发展国家的特殊国情，故

本文选取该指数进行验证。国家治理指数采用四级指标体系

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三个：“基础性指标”包含设施、秩

序、服务三个二级指标；“价值性指标”包含公开、公平、

公正三个二级指标；“持续性指标”则包含效率、环保、创

新三个二级指标。从国家治理指数的构成与本文提出的制度

质量三维属性分析框架的对应关系来看，可将“基础性指标”

对应制度有效性，“价值性指标”对应制度公平性，“持续

性指标”对应制度稳定性。

3.2 样本特征

对于哪些国家应属于后发展国家，现有研究并没有形成

一致的意见，本文认为，区分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的关

键点在于是否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是否能在国际交往中

获得自我发展——那些融入全球化进程较早，属于国际规则

制定者且能通过国际交往获得自主发展的国家可以归类为先

发展国家；而那些融入全球化进程较晚，属于国际规则接受

者且在内外交困局面下被动参与国际交往的边缘化国家可以

归类为后发展国家。依据这个标准，除了 G7 国家及 OECD

国家等富人俱乐部之外的其他国家都可归类为后发展国家。

本文最后选取了 35 个 OECD 国家作为发达国家样本，并选取

了其他 71个国家作为后发展国家样本进行考察，两者之间的

对比如图 3所示。不难发现，与 G7国家及 OECD 国家相比，

后发展国家在制度有效性、公平性及稳定性上均处于落后地

位，其中尤其以制度稳定性表现出的“短板”最为突出。

图 3 国家治理的国际对比（2015）

说明：数据来自于《国家治理指数报告 2015》，取各类

国家治理指数的平均值。

3.3 建立模型

借鉴Rodrik, Subranmanian and Trebbi（2002）[7] 及郭苏文、

黄汉民（2012）[8] 的实证方法，本文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

子做全面分析，选取核心变量构建检验模型如下：

2

1 2 1i i iLnRGDP T T LnNGI= + + +  （1）

公式（1）中，LnRGDP 为人均 GDP 的对数，LnNGI 为

国家治理指数的对数。T 及 T2 为时间趋势项，其系数 α1 及

α2 用来考察经济增长随时间变动的趋势。β1 用来考察政府治

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1,2,3, …,N分别表示不同国家，εi 为

随机扰动项。其中，制度质量的水平用国家治理指数来衡量，

其数据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国家治理指数报

告》。实证过程中将进一步分三种情况进行考察：情况一仅

考虑制度有效性（IE），采用国家治理指数的“基础性指标”

表示；情况二加入对公平性的考察（IEA），采用国家治理指

数的“基础性指标”与“价值性指标”之和表示；情况三进

一步加入对稳定性的考察（IEAS），采用国家治理指数的“基

础性指标”、“价值性指标”与“持续性指标”之和表示。

本文希望通过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对照实验，提出更有具有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4 数据检验

模型 1采用普通 OLS 回归，这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均

值回归”。模型 2 采用分位数回归，其优点在于能够更加全

面的描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全貌，这有助于更精确地描

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范围的影响，避免极端值对实

证结果的影响。在普通 OLS 回归中，情况三存在异方差情况，

需要对原估计进行修正。本文采用原估计模型残差项绝对值

的倒数为权重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调整后的结果如表 1

所示。在情况一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济增长同

步提高 5.94%；在情况二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

济增长同步提高 4.80%；在情况三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3.91%。因此，相比较于仅考虑有效

性的情况而言，加入对公平性及稳定性考察后，制度质量对

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分别显著降低了 19.19% 及 34.18%。在分

位数回归中，三种情况下的回归系数表现出与普通 OLS 回归

系数相同的逐渐降低变动规律，但制度质量在不同分位点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在情况一的条件下，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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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分布由低值点向高值点转移，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先

下降再上升然后又下降的“倒 N 型”变动趋势；在情况二及

情况三的条件下，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变动趋势，此时的显著区间主要集中在 50% 到 60% 附近。

同理，将发达国家的数据带入公式（1）中进行验算，其

普通 OLS 回归结果与后发展国家的对比如图 4 所示。在情况

一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7.34%；

在情况二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6.50%；在情况三的条件下，制度质量每提高 1%，经济增长

同步提高 7.88%。可见，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提

升作用在情况二的条件下仅比情况一下跌 11.44%，这表明发

达国家的公平性问题相比较而言更加乐观，综合考虑效性和

公平性不会带来太大的产出损失。而在情况三的条件下，发

达国家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不但没有下降，反

而上升了 7.36%。这就印证了前文理论框架部分的论断，即发

达国家制度质量的有效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三维属性之间是

一种耦合共生的协调关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发达国

家进一步收益，而后发展国家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之间则是

相互制约和互相牵制的关系，三者之间的“邪恶循环”最终

只能造成制度质量产出效应的进一步下降。

0
1
2
3
4
5
6
7
8
9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发达国家产出弹性 后发展国家产出弹性

图 4 不同类别国家的普通 OLS 回归对比

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来看（见图 5），发达国家在情况

一的条件下，其分位数回归系数表现出与后发展国家不一致

的 “W 型”变动趋势，且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振幅要明显高

于后发展国家；在情况二和情况三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分

位数回归系数仍呈现为“W 型”的变动趋势，且这一趋势在

较低分位点和较高分位点（大于 20% 小于 80%）都是显著的。

因此，相比较于后发展国家，发达国家制度质量产出效应的

变动规律并不随着加入公平性和稳定性考察后而发生变化。

此外，发达国家在后两种情况下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振幅和显

著区间明显更长，表明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无论是处于高值

区间还是低值区间都具有较显著的产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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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LD1 ED1 LD2
ED2 LD3 ED3

图 5 不同类别国家的分位数回归对比

注：LD1、LD2、LD3 分别表示后发展国家三种情况下

的分位数回归系数，ED1、ED2、ED3 为发达国家三种情况下

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成果

第一，仅考虑制度有效性时，发达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

表 1 后发展国家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

模型 1：普通 OLS回归

变量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T -0.04**（-2.44） -0.06***（-3.46） -0.06***（-12.03）

T2 6.45*10-4***（3.12） 7.34*10-4***（3.23） 7.09*10-4**（9.15）

IE 5.94***（6.95） N/A N/A

IEA N/A 4.80***（5.32） N/A

IEAS N/A N/A 3.91***（3.97）

常数项 -50.48*** -39.73*** -31.14***

R2 0.629 0.551 0.922

调整 R2 0.612 0.531 0.918

模型 2：分位数回归

分位点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情况一 7.02*** 6.28*** 6.06*** 6.06*** 6.09*** 6.55*** 6.69*** 4.96** 2.18

情况二 3.01 2.37 3.79 4.84*** 4.88*** 5.06*** 4.03** 3.14* 1.35

情况三 3.20 2.76 2.73 3.57 3.79** 3.99*** 3.53** 2.64 1.69

样本数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71

注：括号内的数值分别 t 检验值；***、**、* 分别表示 1%、5% 及 10% 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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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比后发展国家高。分组对比来看，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

当其制度质量水平较低时，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明显高于

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其制度质量处于中等或较

高水平时，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明显高于后发展国家。

第二，加入制度公平性考虑后，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

的制度质量产出效应都有所下降。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

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由“倒 N 型”修正为“倒 U 型”；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维持为“W

型”不变。

第三，进一步加入制度稳定性考虑后，后发展国家制度

质量的产出效应开始下降，而发达国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

开始上升。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变动

趋势维持为“倒 U 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分位数回归

系数的变动趋势始终维持为“W 型”。

综上，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制度质量问题有

很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制度质量的三维属性表现为

耦合共生的协调关系。换而言之，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

展对更高的制度质量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更高的制度质量

又有效地保障了其经济增长；而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制

度质量不仅在制度有效性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还

进一步因为制度公平性、稳定性对制度有效性的制约和牵制

作用，造成其制度质量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以上三维属性

之间的这种“邪恶循环”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制度质量困

境”[9]。

4.2 政策建议

第一，无论是处于较低还是较高的制度质量水平，通过

改善制度有效性都能发挥出显著的产出效应。因此，无论对

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努力提高制度有效性

都是贯穿改善制度质量的一条“红线”，要解决“制度质量

困境”之类的问题必须以提高制度有效性为基础 [10]。

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若忽视制度公

平性的影响，其制度质量的产出效应都会被严重高估。因此，

这两类国家都必须对不断蔓延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施加足

够的关注。考虑到公平性问题常隐藏了许多尖锐的收入分配

和利益分割问题，若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和

经济的长期衰退，所以必须要将制度公平性问题控制在一个

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第三，后发展国家制度稳定性较差，使其难以像发达国

家那样享受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收益，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制度

质量的产出效应。因此，后发展国家要在合理控制制度公平

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制度质量的持续积累过程来保

证经济增长不至于衰竭，并使经济增长的抗冲击能力更强。

第四，在处理“制度质量困境”之类问题的时候，后发

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性问题是都要不断提高制度有效性，

但后发展国家应同时更侧重于解决制度稳定性问题，而发达

国家应同时更侧重于解决制度公平性问题。当然，随着制度

质量的不断变化，应当重点关注的治理属性也会发化，其具

体对应关系见表 2：

表 2 不同情况下应当重点关注的制度质量属性

发展层次 分位数 后发展国家 发达国家

较低水平

10%

有效性

有效性

20%
1 有效性
2 公平性
3 稳定性

30%
1 公平性
2 稳定性
3 有效性

中等水平

40%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3 稳定性

50%

1 稳定性
2 公平性
3 有效性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3 公平性

60%
1 有效性
2 公平性
3 稳定性

较高水平

70%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3 公平性

80%
1 公平性
2 有效性

1 有效性
2 稳定性

注：表中的序号按重要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越在前面的重要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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